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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省际财政健康度评价及解释
———结合资产负债与收支信息的分析

解洪涛 陈志勇 陈利伟

摘 要:本文借鉴国际市( 县) 管理研究会 ( ICMA，2003) 的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评价方法，构建
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审计署公布的地方政府负债信息及财政收支信息，
对中国省际间财政健康度进行了评价。通过对评价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 1) 地方政府
负债主要用于土地收储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短期内江苏、重庆等省份积累负债风险较大; ( 2) 依靠土
地出让收入可以缓解短期偿债风险，但长期债务偿还能力还在于工业化带来的地方税收增长; ( 3) 一
般预算支付能力风险来自于以下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变动引起未来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城市公共服务

需求的大量增加;二是社会整体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此外，社保预算也因人口结构变动而影响未
来风险。因此，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以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改革
重构地方税体系是维持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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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的公共服务职能要求政府能够筹措足够资金。当政府在某一财政期间无法筹措到足够财力
以应付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及偿还债务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就会爆发。近年来，无论是 2009 年的欧洲
债务危机、加州政府破产，还是 2013 年美国底特律政府破产等案例都显示了政府财政行为短视是危
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苗文龙，2011; 袁国龙，2014 ) 。总体而言，政府缺乏中长期的财政健康状况判断，
对危机的预警机制不足，最终导致了累积的危机爆发，对经济造成长期的破坏性冲击。
就中国而言，在地方官员凭借“GDP 锦标赛”获得晋升机会的治理背景下，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

通过成立投融资平台( 国有投资公司) 进行举债或担保举债，以此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由此产

生了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 周黎安，2007; 傅勇，2010) 。按照审计署 2013 年 8 月的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地方政府负债总额超过 20 万亿元人民币，且主要集中在市、县两级政府。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依
托投融资平台运作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但巨额地方债所衍生出的后果，一
是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导致地价不断上涨，城市化成本被传递到居民生活和企业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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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二是如果地方债集中爆发则有可能将危机传导至金融部门，进而

导致中央政府被迫采用通胀手段还债，快速通胀对经济增长将构成巨大威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尽快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定期披露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

信息，这无疑是对地方政府依靠负债推动发展行为的制度纠正。在学术界，2013 年成为深入研究国家
资产负债表的真正开始( 李扬等，2013; 马骏等，2013; 曹远征等，2012) 。在理论上，需要将地方政府的
资产负债信息与收支信息结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公司财务分析的指标体系( 如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与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信息披露机制结合，成为约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工具。为此，本文借鉴了
美国市( 县) 管理协会( ICMA) 的财政信息建设体系 ( FTMS，2003)，结合了审计署 2013 年公布的各省
市地方债务审计数据，以及各省近年的基金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信息
对省际间的财政健康度进行了评价。

二、地方政府财政健康测度的文献回顾

财政健康度有不同维度的定义，本质上财政健康意味着政府有足够财力提供一般公共服务和应

付当前及未来债务，其与政府的财政收入、累计净资产、债务期限和净现金流相关。财政健康与一般
的政府财政绩效存在差异，首先它比财政绩效含义更宽泛，一般的财政绩效只从收支角度考察，而它

包含了政府长期财务的视角; 其次它还包括影响财政收支需求变化的经济因素，如人口结构及公众对

公共品的需求变化。
财政健康度的度量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领域所重视。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县、市政府通过建立

地方法案对财政健康度进行测度( 如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 。美国府际关系委员会 ( Advisory Com-
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1973) 最早提出了检验市政财政健康度的指标体系。其中涵盖
了六方面的财政健康测度指标: ( 1) 政府运营资金的收支平衡; ( 2) 预期未来若干年支出超过岁入的
持续性; ( 3) 当前负债超过政府资产的程度; ( 4) 本年年末累计的短期负债; ( 5) 近年财产税( 地方税)
下降的趋势; ( 6) 政府资产的预期估值缩水比率。自这一指标体系提出后，Dommel ＆ Nathan( 1978)、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1978) 、美国财政部市政财务办公室( 1978) 、国际市( 县) 管理研究会 ( Interna-
tional City /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CMA， 1994， 2003)、Brown ( 1993)、Kloha et al． ( 2005)、
Wang et al． ( 2007)及 Groves( 1981，2003) 等研究从不同侧面、使用不同变量对最早的指标体系加以修
正。在实践中，美国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 ( Governm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GASB， 1999)发布
了 34 号准则要求政府提供全面的资产、负债和收支报告，这为全面评价政府财政状况提供了制度基
础。
美国市( 县) 管理研究会( 2003 ) 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一套财政长期健康度评价体系( FT-

MS) ，其中涵盖了四方面的内容: ( 1) 短期债务偿还能力; ( 2) 财年内一般预算公共支付能力; ( 3) 长期
债务偿还能力; ( 4) 未来一般预算公共服务支付能力。相关的指标也为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所采纳，
用于评价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公共服务支付能力。这一指标体系后来成为了美国地方政府评价财政健
康度的参考范本。

Kloha et al． ( 2005) 结合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对财政健康度进行了测度。与 ICMA 指标体系比
较，Kloha et al． ( 2005) 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认为，如果舍弃经济环境变量，则意味着评价体系更多关注
了地方财政决策在当期预算平衡的努力，而忽视了当期财政决策对未来财政压力的反应。因此，其研
究使用了一般预算支付能力、资产负债比、税收变动率、人口变动等 9 个指标。其评价结果强调一般
预算赤字可以通过财政管理优化改进，但税收的下降可能由经济环境因素变动所致，并非财政管理能

力所能改变。
由于财政状况的周期性变动，以上测度在单一时点上完成，往往忽略了未来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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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两方面的变化。Ladd ＆ Yinger ( 1989) 定义了“财政需求与资金筹集差额”
的指标。类似的，Hendrick ( 2004) 从预算口径角度对财政健康度指标进行了分类: ( 1) 外部经济环境
状况; ( 2) 预算外收支“松弛”状况; ( 3) 一般预算平衡状况。其中，预算外收支状况包括测度政府基金
预算平衡，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部分占财政收入比例等。这三方面都涉及
到了资金的长期需求与收入差额的比较。Maher ＆ Nollenberger ( 2009)、Sohl et al． ( 2009)、Levine et al
( 2012) 同样使用了类似的评估体系对政府财政状况进行测度。
美国俄亥俄州政府审计局 ( The Ohio Auditor of State's Office，2012) ①从财政健康指标反映未来财

政趋势的角度出发，设计了旨在识别地方政府财政困境迹象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由 16 项指标组成，
分别为: 流动净资产与政府一般支出比; 一般预算资金平衡率; 流动净资产价值变动额与一般预算支

出比; 一般预算资金平衡变动率; 一般预算收入与全额岁入比; 一般预算税收收入缩减率; 一般预算盈

余比例; 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与净支出比; 政府间转移支付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比; 当地家庭财产估值

( 与地方财产税有关) ; 债务支出与一般预算收入及基金收入比; 流动性净资产与政府性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比; 扣除专项的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 政府现金( 短期投资) 资产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比; 总负债及净资产值与一般预算支出比; 预决算收支差额。俄亥俄州审计局验证了上述十六项指标
识别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的有效性，并通过其预先判别次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国内关于政府财政健康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刘军民( 2007 ) 提出了一个地方政府健康度的评价体

系，涵盖了地方财力、地方财政管理能力和运行机制。总体而言，这一指标体系将财政管理体系与管
理结果放在了一起，缺乏统一的逻辑框架。李建军、谢欣( 2011) 主要从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财力匹配
的角度度量了湖北省各县( 市) 的财政健康度，但缺乏对负债的考虑。此外，李扬等( 2013 ) 和曹远征
等( 2012) 分别结合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就直接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间接显性负债、间接
隐性负债估算提出了框架，但类似研究缺乏对偿债能力的一个度量。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的评价不能仅考虑收支信息，还需包含地方政

府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同时，财政健康度的评价也应考虑社会经济变动趋势，以反映政府的未来财政
支付能力 ( Wang et al．， 2007)。本文借鉴了 ICMA ( 2003) 和 Wang et al． ( 2007) 的评价体系，构建中
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度评价指标，在指标选择上兼顾了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第三部分是对某些指
标含义的直观解释。在第四部分采用这一体系对中国省际间的财政健康度进行评价，对当前省际间
的财政健康度差异原因进行初步解释。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

三、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指标体系构建

( 一)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评价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参考 ICMA地方政府财务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同时吸收 Brown ( 1993) ， Honadle
et al． ( 2004) ， Wang， et al． ( 2007) ， Justice et al． ( 2012) 等人的研究方法，并参考了审计署公布的中
国地方政府负债状况的报告数据，建构综合指标来衡量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性。ICMA ( Nollen-
berger， 2003) 的维度，我们也从短期债务偿付能力、预算一般公共支出支付能力、长期债务偿还能力
及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四方面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度。其中，短期偿债能力衡量地方政府支
付短期债务的能力; 预算支付能力衡量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收入以支持一般性公共支出; 长债偿债能

力衡量地方政府清偿长期借款与债务的能力; 最后，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衡量地方政府维持目前所

提供之公共服务水平的能力 ( Wang， et al．， 2007 )。本文的指标体系沿用了这一框架，具体指标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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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财政健康度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计算公式 指标说明 权重

财政健康度指数
短期偿债能力* ( 2 /10) +预算行政支付能力* ( 1 /10 ) +长期偿债
能力* ( 4 /10) +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 ( 3 /10)

( 一) 短期偿债能力
流动性比率* ( 3 /10) +土地出让收入短期债务比( 5 /10 ) +其他基
金收益短期债务比( 2 /10)

指标越大说明偿

还保障能力越强
2 /10

( 二) 长期偿债能力

3 年土地和采矿权出让收入长期债务比* ( 4 /10 ) +3 年地方国有
企业利润长期债务比* ( 2 /10) +3 年地方税收入与长期债务比*
( 2 /10) +行政事业资产长期债务比* ( 2 /10)

指标大说明偿付

能力强
3 /10

( 三) 预算行政开支

支付能力

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比* ( 5 /10) +非税收入与财政支出比* ( 4 /
10) +转移支出付与财政支出比* ( 3 /1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
政总支出比* ( －1 /10) +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 －1 /10)

指标大说明支付

能力越强
2 /10

( 四) 长期公共服务

支付能力

人均教、科、文、卫支出比( 3 /10) +社保收入与社保支出比( 3 /10) +

人均城乡基础设施支出比* ( 2 /10) +人均节能环保支出比( 2 /10)
指标大说明偿付

能力强
3 /10

表 1 中省级地方政府( 包含省本级，还涵盖县市) 的财政健康度综合指标如下:
财政健康度综合指数=短期偿债能力* ( 2 /10) +长期偿债能力* ( 3 /10) +预算行政开支

支付能力* ( 2 /10) +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 ( 3 /10) ( 1)
子指标一衡量了短期偿债能力( 见表 1) ，其中，流动性比率、土地出让收入短期债务比、其他基金

收入短期债务比三项次级指标，分别将期末财政存款、当年政府性基金中的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
金中扣除土地出让收入的其他收入与年内到期债务相比。财政存款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
( 2012) 、土地出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来自于“各省( 市、自治区) 2012 年全省及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预计执行情况表”。短期债务收据来自“2013 年各省( 市、自治区) 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子指标二为长期偿债能力( 见表 1) ，其中，3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有

土地出让宗数与当地土地价格乘积，这与通过基金预算获得数据口径大致相同，但由于部分基金预算

数据的缺失，所以这里用此方法代替; 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数据来自《中国会计年鉴》( 2012) ，之所以选
择这一指标，是因为现有国有企业利润已按 5%上缴财政，部分学者也提出可以用这部分收入偿还债
务; 地方税收债务比主要反映地方财源对长期债务的偿还保障比; 最后，行政事业性资产数据反映当

前政府累积的主要资产，其中部分可以用以出让还债，由于《中国会计年鉴》( 2012 ) 中仅有行政事业
资产总额，我们用分地区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比例做了省际间的折算，假定了各省的资产是与就业数

正相关，就业人数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012) 。
子指标三衡量了预算行政开支支付能力( 见表 1) ，预算支付能力主要用于评价地方政府一般预

算内不同渠道获得的资金用于应付支出的能力。最后两个次级指标主要用于评价政府和社会公共安
全基本行政开支保障度，一般政府运行成本越高，必然挤占其他支出份额，因此这两个指标权重为负，

以上数据来源主要《中国财政年鉴》( 2012) 。
子指标四为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 见表 1) ，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的度量主要反映未来一段

时期内政府预期的公共服务支出和财力匹配程度。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会因为人口结构和居民
对公共品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这一指标是作为预警指标而设计。其中支出绝对数量的预测可简
单采用 ARMA时间序列预测，而老龄人口数据需要以普查数据为依据构建分省的人口生命表。本文
按照中国的 5 年规划周期，预测了 2017 年底的人口数据，旨在反映中期的财政健康度，其中财政收支
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 1996－2012) ，老龄人口数据预测采用了《中国人口年鉴》( 1996－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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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财政健康度指标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综合以上说明，本研究以 16 项财政指标衡量地方政府的 4 方面的支付和偿债能力，再依照不同
权重加总成财政健康度指数。各项指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将每一项指标原始数值进行正态分布的标
准化处理，即原始子指标数值与该指标均值的差与标准取比值。然后，我们将标准化的得分值映射在
0－10 之间，即极大值分数为 10，极小值为 0。其余值折算在 0－10 之间，分指标值采用相关权重加权。
分指标的权重与总指标权重在计算总指标时极为重要，并影响最终计算结果。现有决策理论中

已积累了层次分析法( AHP) 、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但相关方法也各自有其局限性，如 AHP 方法在
确定指标权重时，需依据专家意见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排序结果受专家个人经验影响。人工神经
网络则需要大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这在本研究中难以实现。本文作为相关领域的尝试性研究，对权
重依据实际重要性进行了简单赋权，例如由于现有地方政府大多依靠土地出让收益偿还债务，因此相

应指标赋予了较大权重。未来的相关研究可采用 AHP 方法验证计算结果对计算方法的敏感性。

四、省际间财政健康度评价指标含义

本文的指标体系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源的流入与支出情况，其中地方债务和行政事业资产等项目

被首次纳入了分析框架。但单从以下排名得分中较难直观理解省际间的差异，为说明得分差异的背
后原因，以下结合省际间负债水平、公共服务水平、行政运行成本具体数据说明评价结果的实际意义。
( 一) 地方负债水平、偿债能力与地方财政健康度分析
现有的大量研究都已指出地方政府负债存在的巨大风险，但各地方的负债的产生又有其制度背

景和社会发展背景( 巴曙松，2011) 。按照审计署 2014 年公布的地方债审计数据，在政府负有偿还义
务的负债中，土地收储、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的投资合计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在各省都超过了 50%，北
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区超过了 80%，广东、辽宁和吉林等省份超过了 70%。数字显示出，中国地方政
府通过负债支撑城市化进程，这是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解决资金困境的现实选择。虽然政府能采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向私人投资开放等金融创新形式部分地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大规模的财政

资金投入在未来 10 余年中不会放缓。
单纯评价政府负债规模的大小并无太大意义。如果当某一地区的负债能够促进未来的长久繁

荣，这种财政政策仍是可取的。并且，良好的城市化推动工业化进而带来的税收增加，也为未来偿债
奠定了基础。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态均衡模型出发，在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并假设当代人的单
位消费效用不应超过后代时，公共政策的取向并不支持高负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理论很难获得明
确结论时，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一是能否确定各地负债的风险承受规模，即与一定偿还能力所匹配的

规模，一旦这一规模确定则可约束一届政府的最大负债; 二是明确偿还渠道并将隐性负债显性化，通

过建立规范的地方债券市场，让全社会参与分担风险，同时逐步将融资平台负债证券化，并在未来预

算体系中明确偿债基金和准备金的框架。
本文的研究恰是针对了前一问题，从目前地方政府的还债渠道入手，反映与负债匹配的偿还能

力。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框架体系中并未建立完善的还债渠道，现实中的做法一方面是举新债还
旧债，另一方面是用资源性收益来偿债，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以及部分的探矿权、采矿权返还地
方收入。还有超收的非税收入，如地方性的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图 1 给出了用以计算短
期偿债指标之一的财政性存款与年度债务的匹配情况，其中财政性存款代表掌握的短期财力。假设
按 1 ∶ 1 匹配的话，落在 45 度下的省份代表负债与偿还能力失衡，距离 45 度线越远，则意味着短期偿
债风险越大。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江苏省短期偿债风险最大。其他省份如重庆、河北和广西等省份虽
然短期负债总量不大，但都存在偿债风险。在 45 度线之上的省份，短期偿债能力最强的是广东、上海
和山东等省份。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等省份虽然也表现出短期较好的偿债能力。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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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存款构成情况看，这些省份的财政性存款中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资源性收益( 如与煤炭相关的地

方基金收入) ，因此这些省份的偿债能力是建立在国有自然资源储量基础上的。从长期看，资源性收
益用以偿债在代际间分配可能产生不公，且很难持续。

图 1 财政存款用以短期债务偿付匹配程度
图 2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用以短期债务

偿还匹配程度

图 2 给出了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短期债务的匹配情况。尽管各省的“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中并
未明确土地出让收入用以还债，但大多数地方政府依靠卖地还债已成常态。以山东为例，按照山东省
审计厅审计结果地方政府还债约有 40%依靠出让土地①。对比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若依靠土地还
债，江苏省的偿债能力将会大幅好转。湖北和贵州等省份却出现了情况恶化，原因可能在于当年的土

图 3 长期税收与长期债务的匹配情况

地出让收入不理想。这也反映出所有地方政
府需要正视的困难，即由于土地市场的波动

性，以及国有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大量依赖卖

地还债，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困难，但长期看

同样不具有可持续性。
图 3 给出了 3 年的地方税收与长期债务

的匹配程度，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地方政府

在当期可以用举旧债还新债，但这意味着居民

未来承受更多的税负。这显示出过去 10 年地
方政府官员在有意无意间扮演着“击鼓传花”
的角色。地方税收增长可能是长期债务偿还
的最后保障。现实中，一些县级政府也确实用
营业税偿还债务利息。图 3 是本文长期偿债
能力主要指标的反映，从图中可以发现，在经

济增长较好的省份，依靠税收有较为充足的偿

债能力。天津由于本身负债较低，且税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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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因此具有最好的长期偿债能力表现。而四川、湖南、湖北是近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
较快的省份。但由于经济增长滞后于财政支出增长，这些省份的长期偿债能力不容乐观。
此外，本文的长期偿债能力还包含了对地方行政事业资产的估算，并用以与长期债务匹配。这主

要是从近年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现实考虑。一些省份如湖南、山东 2010 年左右相继出台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政府财政健康度的另一个评价维度，即是政府财力能否足

图 4 2020 年社保基金预测收入与老龄人口
增长匹配情况

额支出预算支出项目。政府财政健康度的
另一个评价维度，即是政府财力能否足额支

出预算支出项目。根据湖南长沙市非税局
的调研，政策出台以后，相应的非税收入快

速增长。相应地对充实地方财源，偿还负债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①。限于篇幅，其他
测度指标含义不一一展开。
( 二) 公共服务水平与地方财政健康度

分析

这既包括用于保障国家行政体制运行

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用于公共产品的教

育、医疗和环保支出。此外，虽然社保预算
与一般预算并行，但社保基金的最终缺口仍

需政府“兜底”。因此，本文的指标构建中
也考虑了社保预算的平衡情况。为评价政
府的未来公共服务支付能力，本文以 2020
年为时间节点，预测了对应的社保收入和老龄人口，图 4 显示了其匹配情况。同时，在长期公共服务
的支付能力上，采用了简单的 ARMA法，用历史数据预测了 2020 年的收支数据，并匹配了相应的人口
数据。

五、中国省际间的财政健康度评价结果

( 一) 地方政府短期、长期偿债能力测度
表 2 给出了地方短期偿债能力的评价结果，通过排名可以发现偿债能力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一些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安徽其经济发展水平与负债水平并不相符，其短期
偿债风险较大，这样的结果与相关省份快速的城市化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关联。江苏等省份虽然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其巨大的负债水平相比，在短期偿债上仍具有风险。从得分数值分布看，
Wang et al． ( 2007) 研究认为得分值 3 以下的省份其偿债风险较大。

表 2 短期偿付能力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 上海市 8． 91 16 河南省 3． 24

2 山东省 6． 82 17 江苏省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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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3 福建省 5． 92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64

4 辽宁省 5． 84 19 陕西省 2． 54

5 广东省 5． 82 20 湖南省 2． 42

6 天津市 5． 81 21 安徽省 2． 37

7 山西省 5． 11 22 吉林省 2． 32

8 浙江省 5． 07 23 甘肃省 2． 12

9 海南省 4． 35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 09

10 河北省 4． 00 25 湖北省 2． 09

11 内蒙古自治区 3． 93 26 云南省 1． 93

12 黑龙江省 3． 88 27 青海省 1． 87

13 江西省 3． 61 28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81

14 四川省 3． 59 29 重庆市 1． 71

15 北京市 3． 30 30 贵州省 0． 60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2》、《中国金融年鉴 2012》、2012 年各省( 市、自治区) 全省及本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预计执行情况表和 2013 年各省( 市、自治区) 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

表 3 是长期偿债能力的评测结果，天津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保持了低负债，这获得高
分。而山西的偿债能力是建立在其资源性收益之上，当资源性收益不可持续时，其长期偿债风险有可
能加大。湖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在长期偿债能力上依然排名较后。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绝大
多数省份的长期偿债能力得分均较低，这意味着地方债风险是普遍的。在城市化速度和基础设施投
资速度无法压缩的情况下，政府应警惕负债规模的继续膨胀。

表 3 长期偿付能力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 天津市 9． 03 16 辽宁省 1． 46

2 山西省 4． 14 17 海南省 1． 43

3 福建省 3． 35 18 河北省 1． 41

4 上海市 3． 29 19 广东省 1． 39

5 山东省 3． 07 20 重庆市 1． 25

6 浙江省 3． 06 21 贵州省 1． 23

7 北京市 2． 73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20

8 安徽省 2． 58 23 云南省 1． 11

9 陕西省 2． 26 24 四川省 1． 05

10 江苏省 2． 04 25 湖南省 0． 98

11 河南省 2． 03 26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98

12 黑龙江省 2． 01 27 吉林省 0． 80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01 28 湖北省 0． 75

14 江西省 2． 00 29 内蒙古自治区 0． 74

15 甘肃省 1． 66 30 青海省 0． 6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2》、《中国税务年鉴 2012》、《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2》、《中国会计年鉴
2012》、《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012》，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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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地方政府短期预算与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测度

一般预算支付能力评价得分基本上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但并非人均公共支出越大的省份得分

越高。指标设计中还考虑了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结构的合理性和支出中行政事业成本的比例。因此，
综合起来看，天津市的政府收入结构更合理，且一般行政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较低。北京市的得分排名
并非最高，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

表 4 一般预算支付能力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 天津市 6． 97 16 浙江省 3． 63

2 江苏省 5． 44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56

3 上海市 5． 24 18 湖北省 3． 56

4 重庆市 5． 22 19 贵州省 3． 54

5 山东省 5． 04 20 江西省 3． 42

6 陕西省 4． 79 21 四川省 3． 38

7 北京市 4． 65 22 吉林省 3． 35

8 广东省 4． 52 23 云南省 3． 34

9 辽宁省 4． 50 24 河南省 3． 30

10 福建省 4． 21 25 黑龙江省 3． 23

11 安徽省 3． 91 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11

12 山西省 3． 83 27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04

13 内蒙古自治区 3． 80 28 海南省 2． 85

14 河北省 3． 79 29 甘肃省 2． 83

15 湖南省 3． 77 30 青海省 1． 96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2》、《中国统计年鉴 2012》，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

长期服务主要涉及未来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居民需求及人口结构的匹配性。从得分看，两极
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和资源性省份在长期公共服务上具有优势，但广东由于有
大量的人口流入，所以其公共服务支出保障能力并不乐观。而有很大一部分省份的公共服务财力保
障能力很低，这既来自于社保支出的压力，也反映出这些省份在环保、医疗、文化教育方面仍有较多历
史欠账，这阻碍了这些省份未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能力。

表 5 长期公共服务支付能力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 北京市 8． 62 16 山西省 1． 64

2 福建省 7． 63 17 浙江省 1． 62

3 上海市 7． 03 18 甘肃省 1． 52

4 天津市 5． 70 19 云南省 1． 13

5 内蒙古自治区 4． 39 20 贵州省 1． 01

6 江苏省 4． 28 21 青海省 0． 93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63 22 四川省 0． 82

8 重庆市 3． 06 23 山东省 0． 75

9 吉林省 2． 88 24 湖北省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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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0 辽宁省 2． 52 25 河北省 0． 65

11 海南省 2． 38 26 安徽省 0． 64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 2． 20 27 江西省 0． 62

13 黑龙江省 2． 17 28 湖南省 0． 54

14 陕西省 2． 09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47

15 广东省 1． 65 30 河南省 0． 1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2》、《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年鉴 2012》，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

( 三) 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的综合测度

表 6 是最后的综合评价得分，其含义已不如单一项的评价明确。但也预示了中国当前地方政府
推动经济发展遭遇的普遍困境。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发展经济学理论支持
工业化初期政府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然而，超越发展阶段的盲目投资也会
导致财力枯竭和高负债。合理控制负债水平，有序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节奏，政府从直接投资者向投
资引导者转变，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得分实际上反应了该省域地方政府发展的财政风险及财政可
持续性的偏好。提高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是未来改革的方向。总体而言，实体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财政
健康度较好; 而中部省份在近年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累积的地方债风险最为显著，如重庆、湖南、湖
北等省市。

表 6 省际政府财政健康度评价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排序 省份 得分

1 天津市 5． 59 16 江西省 2． 40

2 上海市 4． 88 17 河南省 2． 40

3 广东省 4． 78 18 陕西省 2． 39

4 浙江省 4． 56 19 贵州省 2． 37

5 山西省 4． 37 20 四川省 2． 37

6 福建省 3． 95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18

7 江苏省 3． 65 22 内蒙古自治区 2． 14

8 海南省 3． 26 23 云南省 2． 12

9 北京市 3． 22 24 湖北省 2． 00

10 山东省 3． 19 25 甘肃省 1． 99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01 26 重庆市 1． 86

12 辽宁省 2． 94 27 湖南省 1． 76

13 安徽省 2． 74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71

14 黑龙江省 2． 52 29 吉林省 1． 54

15 河北省 2． 42 30 青海省 1． 29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2012》、《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年鉴 2012》，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

六、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信息和财政收支信息基础上建立财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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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指标体系是提高政府财政风险防控能力、约束官员策略性行为、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方式( 张
光，2008) 。2013 年我国地方政府已尝试编制资产负债表，但地方性的国有资源( 资产) 产权改革尚不
到位，相关收益预算管理空缺使得收入流失的同时，也造成了统计信息的缺失。未来需要自上而下建
立地方政府的资源负债信息披露框架，同时将基层的信息汇总建立以省为责任中心的地方资产负债

信息数据库。
约束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制度建设还须地方人大财政监督确权。对政府具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

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建立规范的地方债务市场，以此降低风险。但债券良好的发行机制依然需要地
方治理机制的形成，依托地方人大建立财政风险预防机制，对地方官员推动的“负债城市化”战略予以
约束，形成事前的评议否决机制，在制度上控制地方负债风险尤其重要。
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财力差异是地方发展差距的显现，城市化进程本身带来的人口空间转

移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在地域、城乡间的重新调整。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将是一个长期动
态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地方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意味着基金预算、社保预算应尽快建立中长期
滚动预算机制。
本文研究了省际间的财政健康度，实际上主要的地方债务风险和公共支出困境并非集中在省本

级，而是较多的集中在市、县级。中国的县域经济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差异巨大，由此导致的
财政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在市、县级建立统一的财政健康度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控制风险和为转移支
付提供依据，下一步结合市( 县) 财政特征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将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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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a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local government，ICMA( International City /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financial health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The financial
health evaluation is obtained with the reference to the new financial audit reported by Audit Bureau of the China． The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financial dimensions in cash，budget，long－run and service－level solvencies as well as 16 finan-
cial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liability is mainly caused by land reserv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In short term，Jiangsu and Chongqing have a higher risk of accumulated liability． Land－transferring fee can temporarily
alleviate the liability risk． But long－term debt－paying ability should rely on the local revenue growth brought by industrializa-
tion． Risks involved in budget－paying ability chiefly come from the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demand on public services，in par-
ticular urban public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he overall request on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n addition，
social insurance budget will also impact future risk owe to demographic changes． Thus active fiscal policy is indispensable in
rapid urbanization． Restructuring local taxation system involving property tax and individual income tax is very necessary to en-
sure the well－being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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